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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省以下环保垂直改革是垂直管理模式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是环境治理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为破除地方政府干预，维护地方环境利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８ 个城市为研究对
象，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环保垂直改革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环保垂直改革显著降低了地方空气污染水平，并且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机制分析显示，环保垂直改革通

过结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地方产业转型，进而改善地方空气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垂直改

革的政策效应在经济增长压力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更为凸显。研究结论为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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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是许多国家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持续高

速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制度结构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１］，但这种制度结构也造

成了地方保护主义［２］、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３］。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

日益严重，对人民健康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党的二十大对新时期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期以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是中国环境管理实践的主要模式。然而，随着环境污

染治理进入深水区，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暴露出许多弊端。例如，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环境

监测监察执法工作［４］。为解决属地管理问题，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中央政府提出《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
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对地方环保工作实施垂直管理。此次环保垂

直改革能否改善地方空气污染水平？作用机理又是什么？准确回答以上问题，对健全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大量文献尝试寻找外生政策冲击来评估垂直管理的环境治理效果。本文从中央和省级

两个层面对文献展开梳理。中央层面的环境垂直管理可以分为技术性垂直管理与督办性垂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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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垂直管理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以及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站为代表。已有研究发现这些政策能够

有效降低工业 ＣＯＤ排放［５］和空气污染［６］。督办性垂直管理主要包括设立区域环保督察中心［７］、环保

督察巡视［８］以及环保约谈［９］，此类政策也有效改善了地方空气污染情况。然而，尽管上述政策实施使

得地方政府处于更加透明和严格的监管环境中，但并未改变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地

方政府依然具备干预环保执法的客观条件。省级层面环保垂直管理主要分为行政权限调整和环保垂

直改革两类。已有研究发现扩权强县政策加剧了地区空气污染［１０］，而撤县设区政策显著降低了县域

空气污染［１１］。但上述研究存在作用机制链条较长、改革变量度量不准确的问题［１２］。最后，具体到环

保垂直改革政策，部分文献探索性地研究了局部自发性的环保垂直改革［１３］，但难以保证研究的全局

性和系统性。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是：第一，为环境联邦主义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和证据。在

环境联邦主义的文献中，学者针对环境集权与环境分权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并未达成一致结

论［１４ １５］。本文结论有力支持了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应更多体现集权意志的观点［１６］。第二，丰富了环

保垂直改革对空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机理。大量文献在研究环境政策的污染治理效应时将产业转型作

为重要的传导机制［１７ １８］，但该机制却没有得到环保垂直改革类政策的关注［１９ ２０］。本文从结构调整和

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检验地方政府能否通过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第三，环保垂直

改革作为“底盘性”制度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协调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

的关系。然而，鲜有文献提供环保垂直改革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直接证据，本文对此做了有益的

补充。

二、制度背景和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图 １　 环保垂直改革的主要内容

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

为保证经济增长，往往与污染企业

保持“暧昧”关系，环保机构在人、

财、物等方面面临地方政府诸多限

制，环保执法流于形式。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我国启动省以下环境保护
机构的垂直改革，将环保监察权和

监测权由市县环保部门上移至省级

环保部门；县级环保部门从地方政

府中独立出来，调整为市级环保局

的派出分局，且人事、财务权力移交

市级环保部门；市级环保局实行双

重管理，虽为市政府部门，但人事任

免权上移至省级环保部门。图 １ 展
示了环保垂直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理论假说

本文借鉴邓慧慧和杨露鑫［２１］的研究思路，从结构效应和创新效应出发，考察环保垂直改革的环

境治理效果。假设地方企业生产 ａ、ｂ 两种产品，其中，ａ 为非清洁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将排放污染
物，ｂ为清洁产品，则该企业的生产函数设为：

Ｙａ ＝ Ｋαａ Ｌβａ （１）
Ｙｂ ＝ Ｋμｂ Ｌδｂ （２）
式中，Ｋ为资本投入，Ｌ为劳动投入，α ＋ β ＝ １，μ ＋ δ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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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环保垂直改革前
环保垂直改革之前，由于地方政府的包庇行为，企业生产污染产品并不会受到地方环保执法的影

响，即企业选择清洁产品与非清洁产品是等价的。如果用 ｒ和 ｗ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价格，则企业
生产 ａ、ｂ两产品的成本函数均为：

ｃｉ ＝ ｒＫｉ ＋ ｗＬｉ （３）
假设，非清洁产品 ａ的价格为 ｐ，清洁产品 ｂ 的价格为 １，则企业生产 ａ、ｂ 两产品的利润函数分

别为：

πａ ＝ ｐＹａ － ｒＫａ － ｗＬａ （４）
πｂ ＝ Ｙｂ － ｒＫｂ － ｗＬｂ （５）
根据式（１）、式（４）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Ｋａ
Ｌａ
＝ αｗ
βｒ

（６）

将式（１）、式（６）代入式（２）中，得 ａ产品的总成本为：

ｃａ（α，β）＝ αｗ
βC o＋ ｗ ａｗC oβγ

－α
Ｙａ （７）

由式（７）对产量求导，可得 ａ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ｍｃａ ＝
β －β

αａ
ｒａｗβ （８）

同理，ｂ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ｍｃｂ ＝
δ －δ

μμ
ｒμｗδ （９）

根据谢泼德引理，对生产每单位 ａ、ｂ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分别为：

Ｋａ ＝
ｍｃａ
ｒ
＝ α β

－β

αａ
ｒａ－１ｗβ；Ｌａ ＝

ｍｃａ
ｗ

＝ β β
－β

αａ
ｒａｗβ－１ （１０）

Ｋｂ ＝
ｍｃａ
ｒ
＝ μ δ

－δ

μμ
ｒμ－１ｗδ；Ｌｂ ＝

ｍｃａ
ｗ

＝ δ δ
－δ

μμ
ｒμｗδ－１ （１１）

另外，由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格可知，ｍｃａ ＝ ｐ，ｍｃｂ ＝ １，求得完全竞争市场的要素价格为：

ｒ ＝ β －β

αC oａ
－δ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ｐ）

δ
α－μ （１２）

ｗ ＝ β －β

αC oａ
－μ
μ－α δ －δ

μC oμ
α
μ－α
（ｐ）

μ
μ－α （１３）

假设企业拥有的要素资源是有限的，在进行要素配置时，企业分配给产品 ａ、ｂ 的要素数量是此消
彼长的，所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总量满足以下方程：

Ｋ ＝ ＫａＹａ ＋ ＫｂＹｂ （１４）
Ｌ ＝ ＬａＹａ ＋ ＬｂＹｂ （１５）
联合式（１）、式（２）、式（１４）、式（１５），可得：

Ｙａ ＝
ＫＬｂ － ＬＫｂ
ＫａＬｂ － ＫｂＬａ

（１６）

Ｙｂ ＝
ＬＫａ － ＫＬａ
ＫａＬｂ － ＫｂＬａ

（１７）

将式（１０）、式（１１）、式（１２）、式（１３）代入到式（１６）、式（１７）中可以解得产品 ａ、ｂ的均衡产出为：

Ｙａ ＝
（１ － μ）β

－β

α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ｐ）

１－α
α－μＫ － μ β

－β

αC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ａ
α－μ
（ｐ）

－ａ
α－μＬ

α － μ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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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ｂ ＝
α β

－β

αC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α
α－μ
（ｐ）

－μ
α－μＬ － （１ － α） β

－β

αC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ｐ）

１－μ
α－μＫ

α － ｖ
（１９）

令 Ａ ＝ β －β

αC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Ｂ ＝ β －β

αC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ａ
α－μ
，并将式（１７）、式（１８）对价格求导，可得：

Ｙａ
ｐ
＝ （１ － μ）（１ － α）Ａ（ｐ）

１－２α＋μ
α－μ Ｋ ＋ μａＢ（ｐ）

－２ａ＋μ
α－μ Ｌ

（α － ｖ）２
＞ ０ （２０）

Ｙｂ
ｐ
＝ － αμＢ（ｐ）

－ａ
α－μＬ － （１ － ａ）（１ － μ）Ａ（ｐ）

１－ａ
α－μＫ

（α － ｖ）２
＜ ０ （２１）

由于 μ、α、β、σ取值范围均属于（０，１），因此随着非清洁产品 ａ 的价格提高，企业为追求更高的利
润，会选择增加 ａ产品的生产，最终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
２． 环保垂直改革后
随着环保垂直改革的实施，省级环保机构对基层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增强，迫使企业生产非清洁

产品时将承担更高的成本，此时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和处罚金额将会更高。假设企业排放

的污染物与非清洁产品 ａ的产量成固定比例 ρ∈（０，１），污染物排放量 ｅ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ｅ ＝ ρＫαａ Ｌβａ （２２）
改革后，地方环保部门有一定概率 θ∈（０，１）发现并查处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产生的污染物排

放越多，被处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时，企业生产非清洁产品 ａ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ｃ′ａ ＝ ｒＫａ ＋ ｗＬａ ＋ θρＫαａ Ｌβａ （２３）
进一步，企业在改革后生产 ａ产品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π′ａ ＝ ｐＫαａ Ｌβａ － ｒＫａ － ｗＬａ － θρＫαａ Ｌβａ （２４）
参照上文的计算方法，结合式（３）和式（５），即 ｂ产品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假定地方资本和劳

动力要素禀赋满足式（１４）、式（１５），可得企业生产 ａ、ｂ产品的均衡产出为：

Ｙ′ａ ＝
（１ － μ） β

－β

αC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ｐ － θρ）

１－ａ
α－μＫ － μ β

－β

αC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ａ
α－μ
（ｐ － θρ）

－ａ
α－μＬ

α － μ
（２５）

Ｙ′ｂ ＝
α β

－β

αC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α
α－μ
（ｐ － θρ）

－μ
α－μＬ － （１ － α） β

－β

αC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ｐ － θρ）

１－μ
α－μＫ

α － μ
（２６）

令 Ａ′ ＝ β －β

αC oａ
μ－１
α－μ δ －δ

μC oμ
β
α－μ
，Ｂ′ ＝ β

－β

α oａ
μ
α－μ δ －δ

μC oμ
－ａ
α－μ
，并将式（２５）、式（２６）分别对污染物处罚概率 θ求

导，来观察环保垂直改革对两种产品均衡产出的影响：

Ｙ′ａ
θ
＝ － ρ（１ － μ）（１ － α）Ａ′（ｐ － ρθ）

１－２α＋μ
α－μ Ｋ － ρμａＢ′（ｐ － ρθ）

－２ａ＋μ
α－μ Ｌ

α － ｖ２
＜ ０ （２７）

Ｙｂ
θ
＝ ραμＢ（ｐ － ρθ）

－ａ
α－μＬ ＋ ρ（１ － ａ）（１ － μ）Ａ（ｐ － ρθ）

１－ａ
α－μＫ

α － ｖ２
＞ ０ （２８）

已知，μ、α、β、σ、ρ、θ取值范围均属于（０，１），所以随着地方环保处罚力度的增强，非清洁产品 ａ 的
产量会降低，而清洁产品 ｂ的产量则会上升，地方生产结构发生调整。因此，上述结果符合“遵循成本
理论”，即环保垂直改革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通过生产规模调整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影响产业

结构［２２］。

另外，依据“波特假说”，适度的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同样能够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２３］。为了验证技术创新效应，我们假设企业意识到无法通过地方保护豁免环

保处罚时，有动机投入一定比例 σ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用于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清洁技术的水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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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要素的投入比例成正相关，用 τσ表示，τσ值越高，生产 ａ产品时的减排效应越明显。此时，企业 ａ
产品生产函数和污染排放量函数可以表示为：

Ｙ′ａ ＝ Ｙａ［（１ － σ）Ｋａ，（１ － σ）Ｌａ］＝ （１ － σ）Ｋαａ Ｌβａ （２９）
环保垂直改革后，在考虑清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企业生产非清洁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π″ａ ＝ ｐ（１ － σ）Ｋαａ Ｌβａ － ｒＫａ － ｗＬａ － θρσ（１ － σ）Ｋαａ Ｌβａ （３０）
进一步，将式（３０）减式（２４）得到企业投入清洁生产技术前后的利润变化函数：
π″ａ － π′ａ ＝ － ｐσＫαａ Ｌβａ － θρ（ σ（１ － σ）－ １）Ｋαａ Ｌβａ （３１）
将方程对 θ分别求一阶导和二阶导，可得：
（π″ａ － π′ａ）

σ
＝ － ｐＫαａ Ｌβａ － θρ（ － ２ σ）Ｋαａ Ｌβａ （３２）

２（π″ａ － π′ａ）
σ２

＝ （２ θρ）Ｋαａ Ｌβａ （３３）

由式（３２）和式（３３）的结果可知，π″ａ － π′ａ为凹函数，在σ ＝
ｐ ＋ θρ
２ θρ

时，取得极小值。技术进步前

后的利润差呈现先缩小后增大，呈 Ｕ型曲线，并且环保处罚力度 θ越大，达到极值点的 σ越小，通过清
洁技术进步推动的利润增长将更显著。因此，清洁技术进步同样能够实现地方环境质量的改善。综上

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说。

假说 １：环保垂直改革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改善了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假说 ２：环保垂直改革通过技术水平提升，最终改善了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内容，本文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ＰＭ２． ５ ｉ，ｔ ＝ α０ ＋ α１ＥＶＲｉ，ｔ ＋ α２Ｙｉ，ｔ ＋ α３（Ｚｉ，２０１４ × ｆ（ｔ））＋ γｉ ＋ μｔ ＋ εｉｔ （３４）
式（３４）中，被解释变量 ＰＭ２． ５ ｉ，ｔ 代表 ｔ时期城市 ｉ的空气污染水平；ＥＶＲｉ，ｔ 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 ｔ

时期城市 ｉ实施了环保垂直改革则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向量 Ｙｉ，ｔ代表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γｉ控
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μｔ 则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此外，本文参照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ａｎ［２４］的做法，在基准模型中添加了可能影响环保垂直改革政策实施的系列控制变量 Ｚｉ，２０１４，并且将
其与不同形式（线性，平方和立方）的时间函数 ｆ（ｔ）交乘，以控制改革地区与未改革地区间不同区域
特征导致的差异趋势。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 环保垂直改革变量
本文将各省环保垂直改革实施方案的发布时间定义为该省环保垂直改革开始的时期，数据收集

的步骤如下：（１）通过查阅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对于公开发布环保垂直改革实施方案的省份依照其发
布日期确定，如山东省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发布；（２）部分省份虽然也按照中央指导意见出台了相应实施方
案，但未公开相关内容，我们通过咨询该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工作人员获得其发布时间，如安徽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发布；（３）考虑到部分省份实施方案出台时间为年末，本文将 １２ 月出台改革方案的省份视为次
年实施，其他月份出台则认定为当年实施。

２． 空气污染变量
本文以城市年度平均 ＰＭ２． ５浓度作为衡量空气污染的代理变量。该数据由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

大气成分分析组公布。

３． 经济和气象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城市经济特征变量，以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的偏误。这些变量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Ｌｎｐｇｄｐ、Ｌｎｐｇｄｐ２），用人均 ＧＤＰ及其平方项衡量，并进行对数处理；产业结构（Ｓｔｒｕｃｔ），第二产业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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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与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财政分权度（Ｆｉｎａｄ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一般预算内支出之比
来衡量；政府经济干预（Ｇｏｖ），地方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所有经济控制变量数
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填补。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层面的

气象数据，包括气温、风速、降雨量和相对湿度。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Ｍ２． ５ ２ ０１０ ３９． ０１１ ２ １３． ７９３ ２ ３． １５８ ２ ９９． ５６９ ６

ＥＶＲ ２ ０１０ ０． ３４５ ３ ０． ４７５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２ ０１０ ５． ７７２ ４ ０． ５４３ １ ４． ２７２ ０ ７． ４８６ ５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２ ０１０ ３３． ６１５ ３ ６． ３５４ ２ １８． ２４９ ８ ５６． ０４７ ２

Ｓｔｒｕｃｔ ２ ０１０ ４３． ４３６ ９ １０． ４６７ ６ ８． ８５０ ０ ７５． ５３０ ０

Ｇｏｖ ２ ０１０ ０． ２１７ １ ０． １１９ ４ ０． ０４３ ９ ２． ０６０ ３

Ｆｉｎａｄｐ ２ ０１０ ３． ０６０ ４ １． ９１８ １ ０． ９０３ ７ １７． ５０７ 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０１０ １４． ７４７ ０ ５． １６６ ４ － ２． ０６６ ８ ２６． ２３１ ５

Ｓｐｅｅｄ ２ ０１０ ２． ５０８ ６ ０． ５１０ ７ １． １２８ ６ ４． １３１ 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０１０ １ １３５．３８９ ０ ７１３． ４７８ ６ ３８． ７０３ ５ ４ ７５４． ８８９ ４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２ ０１０ ６５． １３０ ５ １１． ６６４ ７ ２９． ２６７ ２ ８３． ８６２ １

４．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由 ２０１４ 年省级层

面数据构成，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５ 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五个可能与环

保垂直改革实施相关的变量，分别为

省工业总产值、环境污染投资治理总

额、环保人员总数、环保行政处罚案件

数、来信总数，且均使用省人口总数进

行标准化处理。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期间 ２８８ 个
地级市为研究样本，表 １ 是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从表 １ 可知，样本期间内
ＰＭ２ ５的均值为 ３９ ０１１ ２，标准差为
１３ ７９３ ２，相较于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５］的研究，ＰＭ２ ５无论是均值还是标准差均明显降低。①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ＰＭ２． ５
（１）

ＰＭ２． ５
（２）

ＰＭ２． ５
（３）

ＰＭ２． ５
（４）

ＥＶＲ
－ １． ８９０ ３ － １． ９０９ ６ － １． ６０７ ７ － １． ８１８ ４

（０． ３４１ ０） （０． ３４０ ５） （０． ３３３ ３） （０． ３４３ ７）
经济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气象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其他控制变量 × Ｔ ／ Ｔ２ ／ Ｔ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３７ ２ ０． ９３９ ７ ０． ９４２ ２ ０． ９４５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
结果。列（１）仅控制年份和城市
层面固定效应，从列（２）至列
（４），基准模型中逐步加入经济
变量、气象变量、其他控制变量

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估计结果

表明，ＥＶＲ的系数为负且均在１％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环保垂

直改革显著地降低了城市空气污

染水平。其中，列（４）结果显示，
ＥＶＲ的系数为－ １ ８１８ ４，相对于
全样本期间的均值而言，环保垂

直改革降低了改革区域 ＰＭ２ ５ 浓度约 ４ ７％。与同类型的垂直改革政策相比，例如，王小龙和陈金皇
［１１］

发现“财政直管县”改革使得地方 ＰＭ２ ５ 浓度降低了约 ２ ５％，环保垂直改革的污染治理效果更明显。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及改革动态效应
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前提条件是环保垂直改革发生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空气污染水平满足平行

趋势。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

—１６—

①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８］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其中 ＰＭ２． ５的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６４． ３ 和 ２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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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２． ５ ｉｊｔ ＝ β０ ＋ βｋ∑
３

ｋ ＝ －４
ＥＶＲｉ，ｔ ＋ｋ ＋ λＸ ＋ γｉ ＋ δ ｊ ＋ σｔ ＋ εｉｔ （３５）

式（３５）中 ｋ的取值范围为 － ４，－ ３，－ ２，０，…，３，代表与环保垂直改革实施年份相差的时期数，将
ｋ ＜ － ４的时期均累加至 － ４期。本文将改革实施前一年作为基期，βｋ代表与基期相比，改革在第 ｋ年对
空气污染的治理效应。

图 ２结果显示，基期之前 βｋ 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并不存在系统
性的差异，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动态效应结果显示改革实施以后，城市空气污染改善效果随着时

间推移逐渐增强，支持了政策效果的长期性。

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与改革动态效应
　

图 ３　 安慰剂检验

２．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是否由偶然因素所决定，通过随机分配改革城市来构造安慰剂检验。安慰剂

检验的结果显示，虚假的估计系数密度以 ０ 为中心呈正态分布，并且表 ２ 列（４）的真实估计系数
（左垂线）位于虚假回归系数分布的高尾部分。因此，本文认为基准回归结果不太可能是由偶然因

素导致。

表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聚类省级

层面

ＰＭ２． ５
滞后一期

排除预期

效应

剔除局部

垂改城市

ＥＶＲ
－ １． ８１８ ４ － １． ５９１ ４ － １． １９９ ５ － ２． ４３３ ８

（０． ８５１ ５） （０． ３０９ ２） （０． ３６４ ４） （０． ４１３ ９）

Ｌ． ＰＭ２． ５
０． ３８２ ２

（０． ０３６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聚类层面 省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观测值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１ ７２２ １ ４７３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３７ ７ ０． ９４０ １ ０． ９４０ ７ ０． ９４６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含经济控

制变量、气象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 Ｔ、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２、其

他控制变量 × Ｔ３。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在表 ３ 中

汇报：（１）考虑到环保垂直改革由省级政
府推动实行，本文使用省份层面的聚类稳

健标准误来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基

本结论仍然成立；（２）考虑到地区空气污
染严重程度依赖于历史水平，将滞后一期

的被解释变量 Ｌ． ＰＭ２ ５加入到基准模型
中，结论保持不变；（３）考虑到环保垂直改
革可能存在的预期效应，本文参照徐超

等［２６］的处理方式，删除了 ２０１６ 年的样本
观察值后重新回归，结论保持不变；（４）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ａｎ［２４］指出部分城市在中央出
台环保垂直改革政策之前就实施了局部

性的环保垂直改革，并取得一定效果。因

此，本文剔除了 １９９４ 年开始已经部分自
主开展垂直改革的地级市，仅保留了首次参与环保垂直改革的城市，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ＥＶＲ的系数
显著为负，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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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排除竞争性政策

变量
环保约谈

（１）
蓝天保卫战

（２）
低碳城市试点

（３）

ＥＶＲ
－ １． ８０４ ９ － ２． ２７２ ２ － １． ８１６ ８

（０． ３４１ ８） （０． ３６６ ８） （０． ３４３ ８）

ＥＩＶ
－ ０． ７４６ ２
（０． ７６２ ５）

Ｂｌｕｅ × ２０１８
－ ４． １８３ ５

（０． ６４１ ４）

ＬＣＣ × ２０１７
－ １． ０７６ ０

（０． ６２８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４５ ２ ０． ９４９ ４ ０． ９４５ 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包含经济控制变量、气象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

制变量 × Ｔ、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２、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３。

　 　 ４． 排除竞争性政策的影响
为排除竞争性政策的影响，表 ４ 中考虑了同

期可能影响空气污染的政策：（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环
保部出台《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约谈作为

重要的环境执法监督手段，短期内对空气污染有

明显的治理效果［９］。本文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

添加环保约谈的虚拟变量 ＥＩＶｉｔ，检验结果与基准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２）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国务院针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等

重点区域的空气污染问题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本文将基准模型加入重点区

域虚拟变量 Ｂｌｕｅ与 ２０１８ 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
项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

保持负向显著。（３）国家改革发展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先后启动了三批低碳城市试
点。考虑到样本期间内仅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

可能发挥政策效应，本文采用 ＬＣＣ表示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属于第三批

政策公布的试点地区，则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随后，将赋值后的虚拟变量 ＬＣＣ与 ２０１７ 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以排除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对结论的影响。

表 ５　 机制分析：结构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

变量
企业进入

（１）
企业退出

（２）
城市创新

（３）
城市绿色创新

（４）

ＥＶＲ
－ ０． ０１２ ４ ０． ０２４ 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１４ ５）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３０ 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６３ １ ０． ４８３ ４ ０． ９６９ ４ ０． ９５２ 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含经济控制变

量、气象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 Ｔ、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２、其他控制

变量 × Ｔ３。

（三）机制分析

１． 结构调整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可知，环保垂

直改革可能通过结构调整效应降低空

气污染水平。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本

文分别从污染企业准入和污染企业退

出两方面展开讨论。具体地，从天眼

查数据库中收集了制造业工商企业数

据，依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

管理名录》统计城市当年污染企业的

注册数目和注销数目，采用城市污染

企业注册数量（注销数量）占制造业企

业注册总量（注销总量）的比例衡量污

染企业的进入（退出）。表 ５ 中列（１）、列（２）的结果显示，污染企业注册比例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
保垂直改革限制了制造业中污染企业的进入，而污染企业注销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保垂直改

革促进了制造业中污染企业的退出。综上所述，环保垂直改革通过限制污染企业的进入和加快污染

企业的退出，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污染企业的规模数量，进而改善地方空气污染水平。

进一步，对于环保垂直改革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将城市专利授权数量和城市绿色专利授权数量

加 １ 取对数处理，并以此衡量各城市的整体创新水平和绿色创新水平。上述专利数据均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数据库。表 ５ 列（３）、列（４）的回归结果说明，无论是城市绿色创新还是城市创新，环保垂直改
革的估计系数均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环保垂直改革显著地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和
整体创新水平，并且估计系数显示改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由此可知，环保垂直改革通过促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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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机制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

变量

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量

（１）

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质

（２）

产业结构

合理化

（３）

ＥＶＲ
０． ０１６ ４ ０． １４０ ６ ０． ０２８ ９

（０． ００９ １） （０． ０７０ ４） （０． ００９ 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０１０ １ ７２１ １ ７１８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４８ １ ０． ６８２ ０ ０． ８６１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包含经济控制变量、气象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

制变量 × Ｔ、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２、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３。列
（３）、列（４）中观测值的降低是指标计算过程中第一、第
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据缺失导致。

方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同样能够改善地方环境污

染问题。

２． 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
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能够提高绿色低碳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

技术进步，持续改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也能够降

低高污染、高耗能传统产业的比重，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鼓励先进环保技术设备研发，从源头上控制

污染的产生和排放［２７］。为了验证这一路径，本文

借鉴干春晖等［２８］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

业的产值和泰勒指数分别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同时，考虑到单纯使用

产业间份额比例可能导致产业结构转型指标的“虚

高化”，本文还采用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与劳动生产

率的乘积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２９］。表 ６ 列
（１）、列（２）汇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均至少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
保垂直改革实现了地区产业高级化的“量质齐升”。表 ６ 列（３）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在 １％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保垂直改革促进了资源在各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实现人口、资源、环

境的良性循环。

表 ７　 异质性分析：经济压力与地方保护

变量

经济压力 地方保护

高

（１）
低

（２）
强

（３）
弱

（４）

ＥＶＲ
－ ２． ６８４ ３ － １． ５６３ ５ － １． ６８２ ５ － ０． ８７２ ８
（０． ６０５ ８） （０． ３４９ ５） （０． ５９９ ３） （０． ６２８ ８）

Ｄｉｆｆ（经验 Ｐ值） １． １８４（０． ０２２） ０． ８１０（０． ０６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９８７ ９５０ ９４４ ９４１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４３ ０ ０． ９６８ ８ ０． ９４７ ４ ０． ９５１ 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含经济控制变

量、气象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 Ｔ、其他控制变量 × Ｔ２、其他控制

变量 × Ｔ３。Ｄｉｆｆ为系数差异，经验 ｐ值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 ０００ 次计算得到。

（四）异质性分析：经济压力与地

方保护

环保垂直改革作为环境治理领域

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有利于根治地

方政府利用行政干预手段放松环境监

管换取经济增长的“痼疾”，破除环境

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当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时，地方政

府通过对污染企业的庇护实现经济增

长目标，这无疑损害了环境利益。本

文按照上一年地方政府 ＧＤＰ 增长率
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低于（或等

于）中位数划为高经济压力组，反之则

为低经济压力组。表 ７ 列（１）、列（２）
是环保垂直改革在不同经济压力组的

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经济

压力组还是低经济压力组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低经济压力组系数明显小于
高经济压力组系数。这表明环保垂直改革能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矛盾，遏制损

害环境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

此外，地方官员出于财政压力与政绩考核压力，往往具有支持高税收污染企业的动机，阻碍基层

环保部门执法，充当污染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本文从地方政府保护税基角度出发，采

用地区企业所得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衡量地方保护程度［３０ ３１］，并依据中位数划分地方保护程度

的。表 ７ 列（３）、列（４）是按照地方保护程度强弱划分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方保护程度强的地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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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气污染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地方保护程度弱的地区空气污染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表
明环保垂直改革有效隔离了地方保护主义对生态环境执法的干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空气污

染久治不愈的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保垂直改革对地方空
气污染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１）环保垂直改革改善了地区空气污染水平，并且政策效果具有长
期性；（２）环保垂直改革政策效应在经济增长压力大、地方保护程度强的地区更为凸显；（３）环保垂直
改革通过结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有效地推动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改善地区空气

污染水平。

本研究具有以下启示：（１）进一步深化改革，总结环保垂直改革的经验，明确职责分工和协作机
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激发基层执法部门的活力，从而巩固改革带来的

制度优势。（２）环保垂直改革在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进一步简
化绿色技术研发中的行政审批程序，鼓励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税收或环保补贴，为绿色技术推广提供

稳定的法律保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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